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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新近发展的全球价值链( GVC) 生产分解模型，揭示 2000 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参与国际生产所形成的产业关联的特征及其演化。结果表明: 具有较高前向参与度指数的国家也具有较高
的后向参与度指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前向价值链联系是以简单 GVC 活动主导的合作形
式，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前向依赖性增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近半数国家的后向
价值链联系是以复杂 GVC活动主导的参与形式。因此，在“一带一路”产业合作中，既需考虑与有关国家相
关产业的互补性，打造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也需要强化和拓展中国与主要增加值贸易伙伴国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形式，实现价值链、区域链、创新链和技术链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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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垂直化分工的日益细化，各国进入了生产链片段化的
全球价值链时代。为了摆脱区域产业链的发展不平衡及低端锁定的困境，中国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 的合作倡议［1-5］。“一带一路”倡议涉及
亚欧大陆、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各国经济基础、资源要素禀赋各异，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总体位置和产业特征亦有区别。“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位置和
竞争力具体情况怎样?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何联系、产业竞争和互补关系
的演化趋势如何? 关注“一带一路”战略的各界人士都迫切希望得到上述问题的深入解答。
目前，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关系的研究多从传统国际分工的视角展开，比如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6-8］，结合引力模型和结构相似系数等的产业转移研究［9-10］、
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路对策分析［11-1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竞争互补关系［13-17］和基
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产能合作研究［18-20］等。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主要有: 魏龙和王磊［21］

从主导区域价值链角度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可行性，但其数据截至 2011 年，并且研究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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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量偏少; 马晓东和何伦志［22］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的升
级; 李建军等［23］通过改进技术指标替代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重新测度。以上
文献进行跨国投入产出分析和贸易分解时采用的 KWW 模型［24］和 WWZ 模型［25］均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KWW模型只适用于国家加总层面的分析，而 WWZ 模型忽视了出口国内增加值被国外用于生产
最终品并在进口国内消费以及进口外国增加值用于本国生产最终品在国内消费的情况。此外，现有
文献的量化评估指标主要以总出口为分母，对于总出口较少而国内增加值较多的部门测算会存在偏

误。为此，Wang et al．［26-27］构建了包含国内增加值去向和国内增加值来源的生产分解模型，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新的生产分工量化指标。
鉴于此，本文利用生产分解模型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关联的

特征及演化动态。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 1) 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从价值链的前向联系和后向
联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各大产业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位置及竞争力;
( 2) 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值贸易构成特征及合作形式，揭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关联关系; ( 3) 时间跨度为 2000—2017 年，并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 63 个国
家( 或地区) ，弥补了现有文献中样本国家数量较少和数据滞后性的缺陷。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一) 生产分解模型的理论基础

在 G个国家( 地区) N个部门( 行业) 的跨国投入产出模型( Inter-Country Input Output，ICIO) 中，s国
N ×1的总产出向量 Xs 可分解为N ×N的中间投入矩阵 Zsr和N ×1的最终产品向量 Ysr ( 如表1所示) ，上
标 sr代表从 s国到 r国。其中，Vas 是 1 ×N的 s国直接增加值向量，增加值系数向量 V = )Va X －1，X = BY
= ( 1 － A) －1Y为里昂惕夫方程，跨国投入系数矩阵 A = )Z X －1，

)X为产出向量 X的对角矩阵。
根据 Wang et al．［26］行向量的平衡条件，将表 1 内容表达为以下公式:
X = AX + Y = ADX + YD + AFX + YF = ADX + YD + E ( 1)
由式( 1) 同乘局部里昂惕夫逆矩阵 L = ( 1 － AD ) － 1可得:

X = ( 1 － AD ) － 1YD + ( 1 － AD ) － 1E = LYD + LE = LYD + LYF + LAFX ( 2)

表 1 G国 N部门的跨国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1 2 … G 1 2 … G
总产出

中间
投入

1 Z11 Z21 … Z1g Y11 Y21 … Y1g X1

2 Z21 Z22 … Z2g Y21 Y22 … Y2g X2

…         
G Zg1 Zg2 … Zgg Yg1 Yg2 … Ygg Xg

增加值 Va1 Va2 … Vag

总投入 ( X1 ) ' ( X2 ) ' … ( Xg ) '

自左乘 GN × GN直接增加值系数的对角矩阵 )V，并用 BY取代 X，进一步分别将 3种最终产品和服
务的生产分解向量 YD、YF和 Y转换成 GN × GN的对角矩阵 )YD、 )YF和

)Y，同时对贸易增加值和最终产品
生产做出如下分解:

) ) ) )VBY = VLYD ) )+ VLYF )+ VLAF ) ) )BY = VLYD ) )+ VLYF )+ VLAF )LYD )+ VLAF (

) )BY － LYD ) ( 3)
对于式( 3) ，每个国家—部门分别有以下三种形式的生产活动: ) )VL YD 是不涉及跨境的国内增加

值;

) )VL YF 为不涉及跨国迂回生产分工合作包含在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增加值;

)VLAF )B Y为跨国生产合作
的中间品增加值。其中，)VLAF )B Y可细分为 )VLAF )L YD 和

)VLAF (

) )B Y － L YD ) 两部分，前者是只涉及一次跨

境合作的中间品增加值，不涉及通过第三国或者母国的再出口( 进口) ，为简单的跨境生产合作方式，

这部分增加值被进口国用于生产最终产品并在该国消费吸收; 后者为涉及至少发生两次跨境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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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为复杂的跨境生产合作方式。
Wang et al．［26］进一步对式( 3 ) 做出前向分解( Forward linkage based decomposition) 和后向分解

( Backward linkage based decomposition) :
) )Va' = VBY = VLY{ D )+ VLY{ F )+ VLAFLY{ D )+ VLAF ( BY － LYD

       

) ( 4)

( 1) V_D ( 2) V_ＲT ( 3a) V_GVC_S ( 3b) V_GVC_C
) )Y' = VB Y = VL Y{ D )+ VL Y{ F + VLAF )L Y{ D + VLAF (

) )B Y － L YD

       

) ( 5)
( 1) Y_D ( 2) Y_ＲT ( 3a) Y_GVC_S ( 3b) Y_GVC_C

其中，第一项 V_D和 Y_D代表本国生产并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增加值，第二项 V_ＲT和 Y_ＲT代表
包含在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是国内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均不涉及
中间品的跨境贸易，其区别在于 V_D和 V_ＲT基于前向联系进行分解，反映的是增加值的去向，而 Y_D
和 Y_ＲT基于后向联系进行分解，反映的是增加值的来源。第三项 V_GVC_S 和 Y_GVC_S 为“简单的
GVC活动”( 只涉及一次跨境贸易) ，第四项 V_GVC_C和 Y_GVC_C为“复杂的GVC活动”( 涉及至少两
次的跨境贸易) 。通常情况下，所有基于前向分解和后向分解的项目在不同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只在加
总的全球层面才相等。
( 二) 量化评估指标

借鉴 Wang et al．［26］ 的生产分解模型，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Index) ，即前向参与度指数( GVCPt_f) 和后向参与度指数( GVCPt_b) 分别表示为:

GVCPt_f = V_GVC
Va' = V_GVC_S

Va' + V_GVC_C
Va' ( 6)

GVCPt_b = Y_GVC
Y ' = Y_GVC_S

Y ' + Y_GVC_C
Y ' ( 7)

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反映了国家 — 部门跨国生产合作的前后向产业关
联。前向参与指数( GVCPt_f) 衡量了特定国家—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创造的被下游国家吸收
的国内增加值占国家—部门层面总增加值的比重。后向参与指数( GVCPt_b) 衡量了特定国家—部门
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来自上游国家的增加值( 包含返回母国的国内增加值) 比例。
根据 Wang et al．［26］ 基于生产者角度对增加值的分解，并结合 Koopman et al．［24］ 和王直等［25］ 的

方法，可以得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国际竞争力指数:

NＲCAs
i =

DVA_Fs
i

∑N

i
DVA_F( )s

i

∑ G

s
DVA_Fs

i

∑ G

s∑
N

i
DVA_F







si

( 8)

其中，NＲCA为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DVA_F 为 s 国 i 部门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A_ )F = V( 1 －
AD ) －1E。

Wang et al．［27］重新定义了生产链长度( Length of Production Chain) ，根据式( 4) 的分解方法对生产
链长度进行分解，可得:

PL = μD × PL_D + μＲT × PL_ＲT + μGVC × PL_GVC ( 9)
其中，μ是权重，μD、μＲT和 μGVC分别对应式( 4) 中 V_D、V_ＲT和 V_GVC部分占国内增加值( GDP) 的

比重。PL_D为纯国内生产链长度，PL_ＲT为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PL_GVC为全球价值链生产链长度。具
体计算分析过程详见Wang et al．［27］。借鉴Ｒomero et al．［28］和倪红福等［29］的思路，生产分割的演变来源
于功能分离( Functional Fragmentation) 和空间分离( Spatial Fragmentation) 。功能分离主要受生产技术
的影响，同一企业的生产阶段可以独立分离外包出去;空间分离是在发生功能分离的基础上，这些功能分

离出来的生产阶段在空间上的优化选择，主要受交易成本的影响，根据功能分离生产阶段分布在本国还

是其他国家，分为国内生产分割( Domestic Outsourcing) 和国际生产分割(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
以上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对生产链进行分析，本文的生产分解模型是基于部门( 行业) 层面。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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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部门( 行业) 之间从功能集中到功能分离开始，根据空间分离的不同路径选择可

分为以下生产链长度的演进机制: 从功能集中分化为国内生产分割和国际生产分割，即同时嵌入国内

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 从国内生产分割分化为国际生产分割，即国内价值链转移到全球价值链; 从国

际生产分割分化为国内生产分割，即从全球价值链回归到国内价值链; 从功能分离分化为功能集中，

即国内和国外的生产分割程度降低，国内生产链长度、全球价值链长度和总生产链长度都变短。
根据生产分解模型的行平衡和列平衡条件，生产链长度可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两个方向进行

进一步地分解:

PLv = PLv_D + PLv_ＲT + PLv_GVC = xv_D
v_D + xv_ＲT

v_ＲT = xv_GVC
v_GVC ( 10)

PLy = PLy_D + PLy_ＲT + PLy_GVC = xy_D
Y_D + xy_ＲT

Y_ＲT = xy_GVC
Y_GVC ( 11)

其中，一国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 PLv_GVC或PLy_GVC) 可进一步分解为简单GVC活动的生产链
长度( PLv_GVCs或 PLy_GVCs) 和复杂 GVC活动的生产链长度( PLv_GVCc或 PLy_GVCc) :

PLvGVC = PLvGVCS + PLvGVCC = xv_GVC_S
V_GVC_S + xv_GVC_C

v_GVC_C = xv_GVC
v_GVC ( 12)

PLyGVC = PLyGVCS + PLyGVCC = xy_GVC_S
Y_GVC_S + xy_GVC_C

Y_GVC_C = xy_GVC
Y_GVC ( 13)

式( 12) 和式( 13) 中的 PLv_GVC和 PLy_GVC分别为前向生产链长度和后向生产链长度，全球价
值链位置指数可以定义为:

GVCPs = PLv_GVC
( PLy_GVC) ' ( 14)

( 三) 数据说明和研究区域范围界定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主要包括 WIOD、OECD-ICIO、EOＲA-ICIO、GTAP-ICIO和 ADB-
ICIO等，其中 WIOD 公布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时间跨度范围连续( 2000—2014 年) ，包含 43 个国家( 地
区) 和 56 个行业门类( 按 ISIC Ｒev． 4 编码) ，但是涵盖的国家范围集中于欧盟成员国，亚洲国家数量偏
少，适合用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单边特征分析; OECD-ICIO 数据库包含的国家数较多，且中国
和墨西哥的数据在行业上区分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但是数据更新较慢; EOＲA-ICIO包含的国家
数量最多( 189 个国家或地区) ，时间跨度范围较广( 1990—2012 年) ，但是涵盖的行业最少( 26 个部
门) ; GTAP-ICIO涵盖的国家数量较多( 121 个国家或地区) ，但是数据不连续( 只有 2004 年、2007 年和
2011 年的数据) ; ADB-ICI在 WIOD的基础上增加了亚洲国家的数据，最新 ADB-ICIO 数据年份包括
2000 年、2010—2017 年，涵盖 63 个国家( 地区) 和 35 个行业门类( 按 ISIC Ｒev． 3 编码) ，适合用于对
“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全球价值链联系分析。
截至 2019 年 4 月，中国已与 126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76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①，区域范围横跨非洲、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州和北美洲。本文将 WIOD 和 ADB-ICIO 数据库中
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根据地理区域划分为 8 类地区: 东亚、东南亚、南亚、西
亚、独联体地区、中欧、东欧和南欧( 见表 2) 。
本文首先以 WIOD数据库来研究中国与 8 个区域代表性国家( 即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

其、俄罗斯、奥地利、爱沙尼亚和葡萄牙)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单边整体特征; 其次，以 ADB-ICIO 数
据库来研究“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双边联系特征。原始数据来源于 WIOD 数据库、ADB-
ICIO数据库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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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WIOD和 ADB-ICIO数据库“一带一路”国家的地理划分

区域划分 国家

东亚地区 韩国( KOＲ) 、蒙古( MON)

东南亚地区
新加坡( SIN) 、马来西亚( MAL) 、柬埔寨( CAM) 、越南( VIE) 、老挝( LAO) 、文莱( BＲN) 、印度尼西
亚( IDN) 、菲律宾( PHI) 、泰国( THA)

南亚地区
印度( IND) 、巴基斯坦( PAK) 、斯里兰卡( SＲI) 、孟加拉国( BAN) 、尼泊尔( NPL ) 、马尔代夫
( MDV) 、不丹( BTN)

西亚地区 土耳其( TUＲ)
独联体地区 哈萨克斯坦( KAZ) 、吉尔吉斯斯坦( KGZ) 、俄罗斯( ＲUS)
中欧地区 奥地利( AUT) 、捷克( CZE) 、匈牙利( HUN) 、波兰( POL) 、斯洛伐克( SVK)
东欧地区 爱沙尼亚( EST) 、立陶宛( LTU) 、拉脱维亚( LVA)

南欧地区
马耳他( MLT) 、葡萄牙( PＲT) 、希腊( GＲC) 、斯洛文尼亚( SVN) 、保加利亚( BGＲ) 、克罗地亚
( HＲV) 、罗马尼亚( ＲOM)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位置及竞争力
( 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ADB—ICIO数据库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前向参与度指数和后向参与度指数绘制在图 1 和图 2

中，由图可知，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位置都处于 45 度对角线附近，即具有较高前向参与度指数
的国家也具有较高的后向参与度指数。相比 2000 年，2017 年多数“一带一路”国家的前向参与度指
数和后向参与度指数都在上升，即向右上方区域移动; 并且位于欧洲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前后向参与
度指数都在增加，而大部分南亚国家(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 和独联体地
区( 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 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在下降，大部分东南亚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和一部分南亚国家( 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 的后向参与度
在下降，即位于欧洲的“一带一路”国家的上游中间品生产和下游加工制造的产业链都在逐步延伸，大
部分南亚国家和独联体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投入，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和一部分

南亚国家的国内生产活动对国外增加值的依赖性正在减弱。2017 年中国的前向联系参与度指数为
0. 097 5，相比 2000 年增加了 0. 32%，而后向参与度指数为 0. 092 9，相比 2000 年减少了 2. 4%，两个指
数渐渐趋于平衡。

图 1 2000 年国家层面的 GVC参与度指标 图 2 2017年国家层面的 GVC参与度指标

表 3 进一步比较了中国与 8 个区域代表性国家的行业 GVC参与度差异。从 2017 年的数据来看，
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和匈牙利采掘业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分别为 0. 073 3、0. 050 9、0. 056 6 和
0. 064 8，高于其他地区的五个国家，中国在采掘业上前向参与度指数仅为 0. 012 8，是最低的国家。就
制造业而言，土耳其、爱沙尼亚和奥地利的前向参与度指数高于其他地区的五个国家，并且其前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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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指数相对平衡，但是中国、韩国、印度和土耳其的制造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农
林业和服务业的前后向参与度指数相对较小，跨国协作生产较低，对其他国家( 地区) 的依赖度较低，

并且大部分服务业难以直接出口，因此其增加值只能内含在其他行业的制成品中出口。对于服务业，
多数国家( 印度尼西亚除外) 以前向的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对于农林牧渔业，多数国家( 印度、印
度尼西亚和爱沙尼亚除外) 以后向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

表 3 国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指数及其变化

国家 行业
前向参与度 后向参与度

2000—2010年 2011—2017年 2017 年 2000—2010年 2011—2017年 2017 年

CHN

农林业 0． 025 － 0． 014 0． 046 0． 013 － 0． 025 0． 046
采掘业 － 0． 003 － 0． 033 0． 128 0． 062 － 0． 049 0． 092
制造业 0． 031 － 0． 020 0． 121 0． 026 － 0． 058 0． 127
服务业 0． 030 － 0． 031 0． 079 0． 010 － 0． 038 0． 068

KOＲ

农林业 0． 021 0． 017 0． 084 0． 065 － 0． 023 0． 158
采掘业 0． 045 － 0． 042 0． 434 0． 061 － 0． 010 0． 157
制造业 0． 046 0． 026 0． 346 0． 060 － 0． 025 0． 352
服务业 0． 035 0． 018 0． 194 0． 056 － 0． 034 0． 166

ＲUS

农林业 － 0． 023 0． 029 0． 073 0． 009 0． 011 0． 107
采掘业 － 0． 124 0． 689 0． 733 － 0． 064 0． 017 0． 056
制造业 － 0． 093 0． 008 0． 195 － 0． 016 0． 015 0． 164
服务业 － 0． 060 － 0． 015 0． 144 － 0． 016 0． 008 0． 067

IDN

农林业 0． 001 － 0． 017 0． 122 － 0． 023 － 0． 002 0． 035
采掘业 － 0． 064 － 0． 087 0． 509 0． 025 － 0． 012 0． 060
制造业 － 0． 110 0． 002 0． 241 － 0． 021 － 0． 017 0． 200
服务业 － 0． 022 － 0． 027 0． 059 － 0． 049 － 0． 029 0． 088

IND

农林业 0． 011 － 0． 005 0． 037 0． 003 － 0． 002 0． 027
采掘业 0． 191 － 0． 053 0． 279 0． 010 0． 035 0． 097
制造业 0． 017 － 0． 006 0． 112 0． 053 － 0． 048 0． 199
服务业 0． 052 － 0． 054 0． 100 0． 016 － 0． 026 0． 060

TUＲ

农林业 － 0． 005 0． 019 0． 066 0． 022 0． 000 0． 108
采掘业 0． 101 0． 094 0． 458 0． 024 － 0． 007 0． 127
制造业 0． 078 0． 048 0． 318 0． 080 0． 005 0． 330
服务业 － 0． 007 0． 001 0． 093 － 0． 007 － 0． 005 0． 092

EST

农林业 0． 134 － 0． 001 0． 496 0． 027 0． 019 0． 310
采掘业 0． 201 0． 023 0． 483 － 0． 025 － 0． 036 0． 223
制造业 0． 184 0． 021 0． 546 0． 037 0． 025 0． 499
服务业 0． 097 0． 024 0． 299 0． 012 0． 001 0． 243

PＲT

农林业 0． 054 0． 032 0． 158 0． 045 0． 001 0． 228
采掘业 0． 217 0． 020 0． 566 0． 015 0． 045 0． 306
制造业 0． 122 0． 057 0． 394 0． 017 0． 020 0． 393
服务业 0． 057 0． 034 0． 186 0． 001 0． 001 0． 130

AUT

农林业 0． 063 0． 001 0． 265 0． 057 0． 047 0． 287
采掘业 0． 262 0． 068 0． 648 0． 065 0． 017 0． 238
制造业 0． 081 － 0． 007 0． 480 0． 090 － 0． 040 0． 401
服务业 0． 025 0． 014 0． 209 0． 028 － 0． 001 0．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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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 3 中各国参与度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征: ( 1 ) 2000—2010 年，除了俄罗
斯、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其他国家主要行业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都在提升。( 2 ) 2011—2017
年，除了俄罗斯和位于欧洲的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其他国家主要行业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均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后向参与度，意味着国内生产活动对国外进口增加值的依赖性减弱。
(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图 3 中国与 8 个区域代表性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化

根据式( 14) ，计算出中国与 8 个区域代
表性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见图 3 ) 。由
图 3 可知，2000—2014 年，大部分国家的全
球价值链位置变化趋势呈现“M”型轨迹，其
中，2010—2014 年，除了中国的位置整体趋
势为向上游延伸，其他国家的位置趋势为向

下游延伸。在排名上，俄罗斯和韩国相对处
在上游位置，印度和中国相对在下游位置，

奥地利、葡萄牙、爱沙尼亚、印度尼西亚和土
耳其相对在中游位置，2014 年，中国超过印
度尼西亚，攀升至相对中游国家区。

表 4 “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国际比较

GVCPs降序排列 NGVCPs降序排列

上游( 1 － 10) 中上游( 11 －20) 中下游( 21 －30) 下游( 31 － 38) 上游( 1 － 10) 中上游( 11 －20) 中下游( 21 －30) 下游( 31 － 37)

蒙古 吉尔吉斯斯坦 克罗地亚 保加利亚 韩国 斯洛伐克 拉脱维亚 克罗地亚

文莱 泰国 土耳其 菲律宾 新加坡 葡萄牙 波兰 越南

哈萨克斯坦 中国 柬埔寨 斯洛伐克 奥地利 印度 土耳其 罗马尼亚

马尔代夫 爱沙尼亚 匈牙利 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 斯洛伐克 柬埔寨

孟加拉国 拉脱维亚 罗马尼亚 巴基斯坦 马耳他 蒙古 菲律宾 老挝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奥地利 尼泊尔 中国 哈萨克斯坦 斯里兰卡 吉尔吉斯斯坦

希腊 斯洛文尼亚 立陶宛 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 泰国 匈牙利 尼泊尔

韩国 葡萄牙 波兰 老挝 爱沙尼亚 立陶宛 保加利亚

马耳他 新加坡 印度 俄罗斯 希腊 不丹

马来西亚 捷克 不丹 捷克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表 4 列出了所有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排名情况，从 GVCPs数据来看，蒙古、马尔代夫、孟加
拉国和俄罗斯等资源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位置，中国、葡萄牙、新加坡和捷克等较为发达的
国家位于中上游位置，土耳其、柬埔寨、印度和不丹等欠发达的国家位于中下游位置。中国的 GVCPs
指标值为 0. 990，在 38 个国家中排名第 13 位，处于中上游位置。由于 GVCPs 指标是基于一国某部门
的初始投入到其他国家最终产出或者外国初始投入到一国某部门最终产出的生产层面，因此，能够较

为准确地揭示一国某部门参与国际分工的生产物理位置，然而这种生产程序的物理位置并不能完全

反映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它往往忽视了一国中间品贸易的科技创新属性。张会清和翟孝强［30］在生产
分解模型的框架下，以创新和复杂度因子①作为修正系数，设计了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NGVCPs②。由于一国的科技创新属性修正了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物理位置，该指标更能真实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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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创新和复杂度因子( ISF) 取自《全球竞争力报告》，该因子包含了经济复杂度和研发创新方面的综合信息，是目前衡量一国科技
实力的全面指标。

NGVCPs = GVCPs × I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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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综合格局。从表 4 中 NGVCPs 指标值的排列次序来看，韩国、新加坡、奥
地利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为“一带一路”国家中价值链的主导者。蒙古、文莱、马尔
代夫和孟加拉国等资源国受制于偏低的科技创新属性，排名均偏向中游和下游。
( 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图 4 中国与 8个区域代表性国家各行业竞争力指标的平均值

根据式( 8 ) 计算出“一带一路”国家四大
行业 NＲCA( 见表 5) ，并绘制出区域代表性国
家 NＲCA平均值的变动趋势，如图 4 所示，印
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国际竞争力趋于弱化，葡萄牙、土耳其、奥
地利和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竞争力趋

于强化。2014 年，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的 NＲCA值低于 1，相比其他国家处于明显的
劣势地位。然而，这种整体国际竞争力掩盖了
不同行业间要素禀赋的结构特征。图 5 列出
了 2000—2014 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细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标。观察期内，就中国而言，农
林牧渔业以及大部分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①、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一部分的服务业 NＲCA值大于 1，而
只有小部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 NＲCA值小于 1。其中，纺织、服装和木材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的 NＲCA值均高于 2，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化学品
及化学制品制造( c11)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 c17) ”“电子设备制造( c18 ) ”和“未另分
类的机械和设备制造( c19) ”。细分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数普遍较低，甚至一部分的 NＲCA 值低于
0. 5，只有“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 c29) ”和“水上运输( c32) ”等少数低端服务业的 NＲCA 值高
于 1。在观察期内，中国的农林牧渔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下降，而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凸显，例如“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
( c17) ”和“科学研究和发展( c47) ”的竞争力指数分别大幅上升了 0. 777 和 0. 922。
从表 5 的数据来看，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的农林业和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

分工中占据比较优势，而采掘业和服务业部门缺乏比较优势。
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关联
(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的构成特征
将 2017 年中国与相关国家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增加值贸易构成数据，按降序排列整理在表 6

和表 7 中。表 6 显示，从中间品增加值贸易来看，2017 年，中国主要从亚洲地区和独联体地区进口中
间品，欧洲地区占比较低，而中国出口的中间品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韩国、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中国进口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中国的中间品主要出口到韩国、越南、印度、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保加利亚，其中，中国与韩国的中间品贸易联系最为紧密，韩国不仅是中国最大
的中间品出口市场，而且是中国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地来源。
表 7 显示，从最终品增加值贸易的角度来看，2017 年中国主要从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中欧地

区进口最终品，其中，中国与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亚洲生产网络的重要成员具有较
为稳定的最终品生产合作联系，与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南欧地区的贸易联系也较
为紧密，并且与 2000 年相比，这些主要最终品来源国的比重趋于上升，尤其是韩国，其比重提升到
11. 38%，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国生产的最终品主要出口到俄罗斯、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
其等亚洲地区，并且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出口最终品构成中的比重趋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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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 ISIC行业编码及 OECD对制造业的技术分类标准，本文将制造业大致分为三类: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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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14 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细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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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大行业 NＲCA指数值

国家 农林业 采掘业 制造业 服务业

东亚地区
KOＲ 0． 246 0． 034 1． 162 0． 878
MON 1． 161 5． 408 0． 148 0． 921

均值 0． 703 2． 721 0． 655 0． 900

东南亚地区

SIN 0． 004 — 0． 525 1． 281
MAL 2． 682 1． 678 1． 003 1． 609
CAM 4． 200 0． 066 1． 512 1． 202
VIE 3． 097 0． 755 2． 680 0． 761
LAO 2． 994 3． 249 0． 581 1． 521
BＲN 0． 071 7． 194 1． 133 0． 361
IDN 2． 875 2． 475 1． 773 0． 591
PHI 2． 130 0． 140 0． 764 0． 990
THA 2． 153 0． 091 1． 052 1． 151

均值 2． 245 1． 739 1． 225 1． 052

南亚地区

IND 1． 865 0． 547 0． 978 0． 978
PAK 7． 897 0． 212 0． 996 1． 100
SＲI 1． 833 0． 134 1． 300 0． 968
BAN 2． 008 0． 145 1． 940 1． 047
NPL 2． 710 0． 055 0． 469 2． 548
MDV 0． 980 — 0． 306 3． 847
BTN 2． 149 0． 828 0． 469 1． 979

均值 2． 777 0． 275 0． 923 1． 781

西亚地区 TUＲ 1． 799 0． 358 1． 467 0． 998

独联体地区

KAZ 0． 427 4． 210 0． 339 0． 517
KGZ 2． 668 0． 158 0． 748 1． 674
ＲUS 0． 331 3． 472 0． 696 0． 952

均值 1． 142 2． 614 0． 595 1． 047

中欧地区

AUT 0． 458 0． 082 1． 174 1． 086
CZE 0． 710 0． 135 1． 529 0． 839
HUN 1． 290 0． 027 1． 229 0． 882
POL 0． 660 0． 339 1． 255 1． 372
SVK 0． 790 0． 085 1． 219 1． 333

均值 0． 782 0． 133 1． 281 1． 103

东欧地区

EST 1． 104 0． 170 1． 526 1． 401
LTU 1． 291 0． 049 1． 467 1． 139
LVA 1． 506 0． 094 1． 503 1． 222

均值 1． 300 0． 104 1． 498 1． 254

南欧地区

MLT 0． 228 0． 004 0． 353 1． 853
PＲT 0． 744 0． 084 1． 484 1． 170
GＲC 0． 788 0． 264 0． 682 2． 154
SVN 0． 447 0． 067 1． 335 1． 070
BGＲ 1． 388 0． 624 0． 965 1． 216
HＲV 1． 025 0． 471 1． 004 1． 790
ＲOM 0． 779 0． 178 1． 085 1． 433

均值 0． 771 0． 242 0． 987 1． 527

CHN 1． 317 0． 725 1． 464 0．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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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间品增加值贸易的前 15 大合作伙伴 %

国家
进口中间品

2017 年 2000—2017 年
国家

出口中间品

2017 年 2000—2017 年

KOＲ 9． 331 9 － 0． 366 5 KOＲ 6． 461 3 0． 253 4
ＲUS 1． 680 1 － 0． 087 4 VIE 2． 592 2 1． 958 2
THA 1． 551 0 0． 481 8 IND 2． 103 8 1． 287 1
IDN 1． 481 8 － 0． 398 5 SIN 1． 935 1 － 0． 315 7
SIN 1． 229 2 － 0． 548 7 IDN 1． 763 3 0． 383 6
MAL 1． 057 5 － 0． 678 9 BGＲ 1． 713 9 1． 697 5
VIE 0． 839 9 0． 096 0 THA 1． 184 3 － 0． 251 2
IND 0． 821 8 0． 349 1 MAL 1． 149 3 － 0． 771 2
PHI 0． 394 8 0． 189 5 ＲUS 1． 074 4 0． 763 1
MON 0． 349 5 0． 215 5 TUＲ 0． 918 3 0． 579 3
KAZ 0． 279 7 － 0． 079 8 POL 0． 633 0 0． 438 4
AUT 0． 252 0 0． 043 3 PHI 0． 546 0 0． 280 2
TUＲ 0． 200 1 0． 094 2 CZE 0． 530 2 0． 457 7
POL 0． 193 7 0． 133 3 PAK 0． 404 4 0． 145 1
CZE 0． 165 0 0． 105 8 HUN 0． 371 6 0． 094 1

表 7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增加值贸易的前 15大合作伙伴 %

国家
进口最终品

2017 年 2000—2017 年
国家

出口最终品

2017 年 2000—2017 年

KOＲ 11． 379 8 5． 303 5 ＲUS 3． 042 9 1． 692 4

IND 1． 635 2 0． 898 2 KOＲ 2． 515 3 0． 394 4

IDN 0． 937 4 0． 429 4 IND 1． 794 0 1． 589 2

THA 0． 796 2 0． 188 7 IDN 1． 079 8 0． 152 4

VIE 0． 763 3 0． 389 3 TUＲ 0． 972 1 0． 776 4
SIN 0． 702 8 － 1． 073 0 THA 0． 787 6 0． 183 0
MAL 0． 637 2 － 0． 003 6 POL 0． 610 0 0． 279 2
SVK 0． 592 7 0． 591 4 MAL 0． 584 3 － 0． 159 7
AUT 0． 522 1 0． 028 8 VIE 0． 461 1 0． 176 5
PHI 0． 432 2 0． 266 6 PAK 0． 443 6 0． 225 9
HUN 0． 268 4 0． 204 7 PHI 0． 422 8 0． 228 5
CZE 0． 258 4 0． 204 4 SIN 0． 414 1 － 0． 015 0
POL 0． 226 7 0． 184 0 CZE 0． 279 5 0． 170 7
ＲUS 0． 209 2 － 0． 101 1 SＲI 0． 201 9 0． 089 7
TUＲ 0． 179 8 0． 112 9 BAN 0． 180 4 － 0． 068 1

(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形式

基于生产分解模型，我们

以双边增加值贸易合作中的

简 单 GVC 活 动 占 比 指 标
( V_GVC_S /V_GVC) 来衡量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全球价值链简单合作程度( 见

表 8 ) 。
从前向联系来看，2017 年

“一带一路”沿线 37个样本国家
中，中国与 33 个国家的简单合
作比例超过了50%，即中国与大
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
球价值链分工中为简单 GVC 合
作形式，即中国出口的中间品贸

易增加值大多数直接被进口国

吸收，涉及一次跨境合作，但是

中国与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和
捷克四国主要是复杂 GVC 活
动。这是由于中国与亚洲、东
欧和独联体地区国家主要以

资源型和工业型贸易为主，这

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规

模各异，产业布局和国家政策

等共同决定了从中国进口的

中间品大部分加工成简单日

常品或者复杂终端品被本国

直接消费吸收; 而中国与匈牙

利、奥地利、波兰和捷克四国
以精细型中间品贸易为主，由

于其加工组装能力较强而本

国的最终消费市场较为饱和

或者消费能力较弱，从中国进

口的中间品多被用于加工再

出口到第三国( 多边跨境生产

合作) 。
从后向联系来看，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 37 个样本国家中，中国与 17 个国家( 主要为欧洲国

家) 在全球价值链中为复杂 GVC 活动，与 20 个国家为简单 GVC 活动，即中国从多数欧洲地区进口的
增加值主要包含来自第三国的间接增加值，这是由于欧洲地区的生产分工细密。相比之下，中国从多
数亚洲国家进口的增加值主要直接来源于出口国，这是由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出口的中间品往往是附

加值较低的低端资源品或者生产链较短的低技术工业品，比如蒙古、哈萨克斯坦、文莱和老挝等，出口
的中间品往往是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品，为价值链下游的国家提供原料和能源，处于生产链的上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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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7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简单合作比例

前向联系
( V_GVC_S /V_GVC)

后向联系
( Y_GVC_S /Y_GVC)

NPL 0． 737 8 GＲC 0． 591 4 MON 1． 860 9 PHI 0． 520 1
MON 0． 731 1 PＲT 0． 590 1 ＲUS 1． 856 6 POL 0． 478 1
BTN 0． 695 8 EST 0． 585 9 KAZ 1． 718 9 ＲOM 0． 466 7
SIN 0． 676 7 LTU 0． 584 6 BＲN 1． 531 9 AUT 0． 459 2
THA 0． 662 5 TUＲ 0． 577 4 LAO 1． 514 8 TUＲ 0． 450 2
SＲI 0． 657 3 BGＲ 0． 577 3 LTU 0． 861 0 SＲI 0． 421 6
LAO 0． 648 4 MLT 0． 576 6 THA 0． 827 9 CZE 0． 394 0
MDV 0． 647 7 HＲV 0． 572 3 SIN 0． 804 3 IND 0． 390 9
VIE 0． 647 2 LVA 0． 572 1 MDV 0． 765 0 GＲC 0． 389 6
BＲN 0． 639 3 BAN 0． 567 1 IDN 0． 727 6 KGZ 0． 386 3
KGZ 0． 631 5 ＲUS 0． 558 0 LVA 0． 721 4 VIE 0． 374 3
PHI 0． 631 3 ＲOM 0． 545 4 EST 0． 681 4 HUN 0． 350 2
IDN 0． 630 2 SVN 0． 513 7 MAL 0． 662 6 SVK 0． 349 2
PAK 0． 619 7 SVK 0． 503 4 SVN 0． 625 0 PAK 0． 311 0
CAM 0． 614 0 HUN 0． 498 6 BGＲ 0． 620 6 CAM 0． 309 0
IND 0． 613 7 AUT 0． 497 8 BTN 0． 611 1 MLT 0． 254 7
KOＲ 0． 601 2 POL 0． 489 7 KOＲ 0． 580 2 BAN 0． 229 6
KAZ 0． 593 5 CZE 0． 466 1 HＲV 0． 568 4 NPL 0． 132 8
MAL 0． 592 9 PＲT 0． 550 9

节，能够吸纳其他国家的

增加值相当有限。大部分
南亚地区的国家( 包括尼

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
坦、印度和斯里兰卡) 与中
国的后向联系为复杂 GVC
活动，表明中国从这些国

家进口的中间品里包含的

增加值大部分间接来自第

三国而非南亚地区，由于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低
端分流”，促进了南亚地区
的生产链分工的细化。
( 三) 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依
存度

传统的双边贸易依存

度指标由于使用了总贸易

数据，忽略了产品内分工，无法厘清进口品价值的真实来源和出口品价值的最终去向。基于生产分解模型

的理论阐释，本文使用前向依存度指标 BiDVAcr BiDVAcr =
ＲDVAcr

ＲDVArc
=
DVAcr

DVAc

DVArc

DVA( )
r

和后向依存度指标

BiFVAcr BiFVAcr =
ＲFVAcr

ＲFVArc
=
FVAcr

FVAc

FVArc

FVA( )
r

来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互依存

度。其中，下标 c代表中国，r代表“一带一路”国家。若BiDVAcr大于1，则中国对 r国的前向依存度更高，
中国的增加值出口偏向依赖于 r国，反之 r国对中国的前向依存度较高; 若 BiFVAcr 大于 1，则中国对 r
国的后向依存度更高，中国对 r国提供的中间品具有高度依赖性，反之 r国的中间品增加值进口偏向依
赖于中国，r国对中国提供的中间品具有高度依赖性。

表 9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前向依存度 %

国家
2000 年

ＲDVAcr ＲDVArc BiDVAcr

国家
2017 年

ＲDVAcr ＲDVArc BiDVAcr

GＲC 0． 227 4 0． 078 4 2． 899 1 TUＲ 0． 972 1 0． 723 2 1． 344 1
POL 0． 330 7 0． 141 3 2． 339 7 ＲUS 3． 042 9 3． 227 2 0． 942 9
TUＲ 0． 195 7 0． 113 0 1． 731 6 POL 0． 610 0 0． 938 1 0． 650 2
MLT 0． 016 2 0． 016 8 0． 966 5 BAN 0． 180 4 0． 298 7 0． 604 0
ＲUS 1． 350 5 1． 705 5 0． 791 9 IND 1． 794 0 4． 585 0 0． 391 3
IDN 0． 927 4 1． 306 9 0． 709 6 SＲI 0． 201 9 0． 751 0 0． 268 8
BAN 0． 248 5 0． 356 7 0． 696 8 GＲC 0． 162 6 0． 640 3 0． 253 9
SVK 0． 018 4 0． 028 7 0． 640 7 THA 0． 787 6 3． 783 6 0． 208 2
HUN 0． 178 0 0． 289 1 0． 615 6 BGＲ 0． 048 3 0． 298 5 0． 161 9
MAL 0． 744 0 1． 299 1 0． 572 7 CZE 0． 279 5 1． 738 8 0． 160 8
KOＲ 2． 120 8 4． 707 9 0． 450 5 IDN 1． 079 8 6． 850 9 0． 157 6
PＲT 0． 073 6 0． 167 7 0． 439 1 PAK 0． 443 6 3． 027 5 0． 146 5
THA 0． 604 7 1． 702 6 0． 355 1 SIN 0． 414 1 3． 200 8 0． 129 4
CZE 0． 108 8 0． 338 8 0． 321 3 KOＲ 2． 515 3 20． 286 8 0． 124 0
HＲV 0． 019 1 0． 069 2 0． 276 4 ＲOM 0． 118 2 1． 042 8 0． 113 3

表 9 列示了与中国前向依存度
( BiDVAcr ) 排名前十五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2000 年中国与希腊、
波兰和土耳其三国出口的国内增加

值的比重( ＲDVAcr ) 大于它们对中国

出 口 的 国 内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 ＲDVArc ) ，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前

向依存度指标 BiDVAcr 大于 1，说明
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依赖于希腊、波
兰和土耳其; 而中国与除上述三国

外其他国家的前向依存度指标
BiDVAcr 小于 1，说明其他“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值出口更加依
赖于中国市场。与2000年相比，2017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
口中的比例显著上升，带动前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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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后向依存度 %

国家
2000 年

ＲFVAcr ＲFVArc BiFVAcr

国家
2017 年

ＲFVAcr ＲFVArc BiFVAcr

KOＲ 9． 698 4 5． 816 6 1． 667 4 KOＲ 9． 331 9 16． 398 1 0． 569 1

ＲUS 1． 767 5 1． 417 7 1． 246 7 AUT 0． 252 0 0． 969 9 0． 259 8

MAL 1． 736 4 3． 139 5 0． 553 1 THA 1． 551 0 9． 431 2 0． 164 5

SIN 1． 778 0 3． 362 8 0． 528 7 ＲUS 1． 680 1 10． 720 3 0． 156 7

IDN 1． 880 3 4． 434 8 0． 424 0 SIN 1． 229 2 8． 871 9 0． 138 6

AUT 0． 208 7 0． 546 7 0． 381 7 IDN 1． 481 8 13． 468 0 0． 110 0

ＲOM 0． 295 8 0． 907 0 0． 326 1 IND 0． 821 8 7． 741 1 0． 106 2

THA 1． 069 2 4． 136 8 0． 258 5 MAL 1． 057 5 12． 293 1 0． 086 0

IND 0． 472 7 1． 917 4 0． 246 5 POL 0． 193 7 4． 234 6 0． 045 8

KAZ 0． 359 5 2． 673 1 0． 134 5 PHI 0． 394 8 10． 799 1 0． 036 6

CZE 0． 059 1 0． 456 2 0． 129 6 VIE 0． 839 9 24． 137 7 0． 034 8

VIE 0． 743 9 6． 631 1 0． 112 2 BGＲ 0． 061 5 1． 860 6 0． 033 0

PHI 0． 205 3 1． 945 2 0． 105 6 CZE 0． 165 0 5． 211 0 0． 031 7

TUＲ 0． 105 9 1． 034 2 0． 102 4 TUＲ 0． 200 1 6． 705 7 0． 029 8

POL 0． 060 5 0． 659 4 0． 091 7 KAZ 0． 279 7 11． 903 2 0． 023 5

存度指标BiDVAcr大幅下降，该年中

国增加值出口主要依赖于土耳其，

中国与希腊、波兰的前向依存关系
发生了逆转，大多数“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增加值出口对中国的依

赖性增强。
表 10 列示了 2000 年和 2017 年

中国与“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
( BiFVAcr 排名前十五) 的后向依存

度指标。2000 年中国还未加入
WTO，中国对韩国和俄罗斯的中间
品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总体而言，中

国对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后向依存度偏低。到了 2017 年，随
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加工贸易
的转型升级，中国转换为所有其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间品的提供
者。其中，蒙古、老挝和柬埔寨对中
国提供的中间品具有高度依赖性，

中国占这些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份额

( ＲFVArc ) 高达 30%以上①。2000—2017 年，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间品提供者的重要性在
不断上升，在“一带一路”生产链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生产分解模型，从国家、区域和产业三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关联

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 1) 2000—2014 年，中国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前向参与度
指数和后向参与度指数均呈现出平缓增长的趋势，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
置变化趋势为“M”型轨迹，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演变呈现“V”型轨迹。( 2) 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间品增加值贸易的构成较为稳定，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出口最终品构成中所占
比重趋于上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前向价值链联系是由简单 GVC 活动主导的，并
且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前向依赖性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近半数国家的
后向价值链联系是以复杂 GVC活动主导的，并且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国家中间品提供者的重要性在
持续上升。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 首先，在“一带一路”产业合作中，需考虑与有关国家相关产业的互补性，打

造“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要依据各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结合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根据
沿线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内在联动的区域价值链。其
次，中国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主要增加值贸易伙伴国，尤其是韩国、新加坡、印度和泰国等，继续
强化和拓展双边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形式。要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中的“外溢效应”，实现价
值链、区域链、创新链和技术链等的融合。

—03—
①限于篇幅，表 10 汇报了 BiFVAcr 前 15 名的国家情况，省略的其他国家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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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the Belt and Ｒoad”

HUANG Yongming1，2，PAN Anqi1，2

( 1． Institute for Ｒegion and Urban-Ｒural Develop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2．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Ｒegional Competitivenes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newly developed production decomposition model in Global Value Chain( GVC) ，this paper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the Belt and Ｒoad”since 2000． Ｒesult
shows that countries with high forward linkages index have high backward linkages． The forward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most countries along“the Belt and Ｒoad”are dominated by simple GVC activities，and the forwards dependence of most coun-
tries on Chinese market is strengthened． The backward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nearly half of the countries along“the Belt
and Ｒoad”are dominated by complex GVC activities． Therefore，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consider complementarity of rele-
vant industries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to construct regional value chains of“the Belt and Ｒoad”around China，but also neces-
sary to strengthen and develop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in trade partners，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value chain and technology chain．

Key words:“the Belt and Ｒoad”; global value chains; decomposition model; forward linkage; backward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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